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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商业文化变迁通常表现为一个由外到内、再由内到外的完整周期。清末民初，西方商业文化凭
借科学技术优势席卷全球，外国资本借势进驻中国市场，使中国传统商业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经
过长期的斗争与融合，消费观、商业制度和商业观的变革促使近代西方商业文化完成了对中国本土商业文
化的重塑，形成了外来商业特征与本土文化内核并存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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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社会变革给政治、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传统商业文化面临着重塑和改造。在已有的研究
中，对商业文化变迁的路径分析集中于以留学生①、海外求学为纽带的学术文化传播以及以传教士②

为媒介的意识形态传播。本文认为，相较于文化和思想的渗透，以甲午战争后通商口岸开埠和外资对
华投资的解禁为开端，以商业资本为载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的涌入，更直接、更显著地
推进了近代中国商业文化的变迁。

一、消费观从“抵制”到“融合”

农业社会的属性决定了近代以前中国民众消费模式的单一性，将花销集中于食物等生活必需品的

思想或消费习惯一方面取决于产品种类的匮乏，另一方面取决于生活需要的相对单一。随着西方产
品、市场和服务的不断涌现，国人对此的态度由最初的厌恶、抨击，再到仰慕、仿效，开始了由原本
“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向西方 “理性社会”中反对封建禁欲、注重人生享乐的消费思想的
过渡。

1. 商品受众的明确划分
资本主义强势的侵略扩张最初引发了中国民众对外商的抵触情绪，使舶来商品初入中国时未能受

到欢迎。销售业绩不佳使外商企业不得不积极获准在华建立厂房，试图伪造外国与本国公平竞争的环
境，将舶来商品鱼目混珠，送入中国市场。为了提高商品流通率和周转率，外商通过差异化销售、明
确目标受众的方式打开市场。外来商品因质量、价格、销售地点的差异将市场分层，将目标客户逐步
细化。不同受众的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后，迅速填补了每一社会阶层对差异化产品的需求，迎合了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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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层间界限划分的心理需要，并且外商积极完善产品区域布局，进一步实现了精准定位客户需求。
2. 商品进入市场的渐次顺序
从进入市场的顺序出发，外国商品首次出现在中国市场得益于 “广州十三行”一口对外通商的

建立。起初，通商口岸仅供外国工艺品、特产、工业品与国内丝绸、瓷器、茶叶的交换。随着贸易的
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外国商品被带入中国，与此同时，外国工业制度不断渗透，工商服务业配套设

施逐步丰富，民众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公共交通工具在通商口岸地区普及，大幅改善了中国民
众出行的便利程度。随着交通运输和城市的发展转型，以上海为代表的通商口岸陆续开埠，人口数量
不断激增，城市覆盖面积也逐步扩大。①

此外，为了配合商品活动和工业部门的发展，金融服务逐渐从洋行业务中独立出来，形成了集押

汇、贷款、投资等一系列活动的整体。起初，外国银行主要从事 “自身买卖汇票”并充当 “供求双
方汇票买卖经济人”，② 随后贴现、押汇等融资业务也逐步引入中国市场。在各方因素的推动下，近
代外商银行不仅囊括了针对一般储户的存取款业务，还扩展到发行货币、代理关税等。中国近代金融
服务也因此伴随着商品经济的渗透逐步发展壮大。
从外国商品进入中国的顺序来看，“先服务—后实体—再服务”的方式收效显著，外国商品在中

国流通的广度、深度均取得实质性突破。
3. 商品品牌思想的建立
西方品牌及其消费观念的引入，与工业产品的大规模倾销相辅相成，为之后中国商标制度的建立

以及广告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依据和参考。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因其新颖、实用、差异化的特性而
处于垄断地位。同时，这些商品的品牌特征鲜明，推广宣传时注重搭建品牌与产品的联系，使品牌和
产品被民众熟知，加速了外来商品在华的传播。中国本土的老字号企业，口碑声望多与店铺老东家挂
钩，为保证产品质量，分店数量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发展。西方工业化商品
的倾销、市场垄断以及资本、技术的引入等条件，促进了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的流通。
外来商品对市场受众的明确划分、进入市场的渐次顺序以及产品品牌的构建分别透析了外商企业

“卖给谁、卖什么、怎么卖”的经营策略。由此建立的消费观念对中国本土市场冲击较大，也引发了
本土企业的反思。在竞争、模仿和融合中，间接促进了中国本土商品的精细化、专门化生产，丰富了
商品生产的种类，强化了本土企业的品牌意识，推进了近代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

二、经营模式从 “抵制”到 “融合”

1. 商品市场化思想
“混全国为一经济单位”的构想早在近代初期已经有所萌芽，却受到中国固有商业流通能力不足
的限制，未能实现。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后，纷纷设立厂房，外资主导下的生产和商品流通思想渐渐融
入中国，产品商品化思想得以传播。
农产品是近代中国商品流通的主要货物，但经营农货交易的主体是农户和外国企业。这是因为，

一方面最初来华的外国企业有相当部分首先与农户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如缫丝业、纺织业、烟草业等
重资产领域; 另一方面，外国企业的大规模生产对原材料的需求较大，中国本土作坊无力承担，只能

由外国资本直接参与生产流通。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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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商业思维的驱使下，中国农户逐步认识到价格优势的重要性。农产品流通渠道的扩张对中
国工商业有促进作用，也对本土企业的后续发展起到敦促作用。外国企业将原材料、产品布局扩展到
内陆，将产、销有机结合起来，却退出生产，成为外商在华赚取利润的平台搭建者，真正做到了
“用本土的材料赚本土的钱”。
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向商品市场化的现代农业转型，成为发展近代经济的客观要求。在清末新政

时期，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出现了向带有资本主义农场企业色彩的新式公司转变的趋势，最终为外国商

品的前段加工提供原材料，推动了中国近代农业产品的规范化、标准化发展，这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
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①

2. 产销一体化思想
外商企业一连串的资产整合使销售量和市场占有率迅速攀升，现代营销理念的引入、原材料采购

中的一体化整合等行为，虽然在短期内损害了中国商人的利益，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产品的商

品化、产业化进程。②

缩减在华生产成本的最好方式是在中国寻找原材料基地。③ 一时间，外国企业在华纷纷建立农业
产业园，形成完整的产销一体系统，并对原材料产品进行区别划分，④ 使原材料供应具体化、差异
化，提升了产品质量。为了保障经营的可持续性，也为了提高产量，外国企业在培训中国农民种植农
产品的过程中，不单教授种植技巧，还为当地农民免费提供种子和肥料。⑤ 优良的产品和高额的种植
利润使农业基地出现了扩散效应。⑥

3. “拿摩温”人力管理思想
近代中国企业的管理方式是通过 “地缘”“血缘”关系网络构建的，外国企业进驻后，借助原有

的网络化管理模式形成了 “拿摩温” ( No. 1 的谐音) 人力资源体系。此体系的特点是避免企业与工
人直接发生关系，而是以劳务派遣的方式为企业提供劳动力，工头可以通过本土社会网络寻找所需的

工人。“拿摩温”制度使低成本、高效率的西方管理理念与单一化、专业化的劳动方式有效结合，在
提升了工作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管理成本。该制度是外国企业在华经营嫁接中国本土关系网络的典
型，在推动外国企业本土化的同时，也间接造成了外国企业对中国工人的剥削。⑦

4. 独立销售体系思想
外国企业在华经营活动中另一个重要的经营思路是建立独立销售体系，以便节省销售成本，控制

销售数量、销售路径、销售程序等。由于对中国市场并不熟悉，销售网络最初只能由中国本土商人
( 买办) 掌管。随着外商对华经营活动的不断深入，逐步形成了各企业的独立经销体系，初步实现了
外商控制中国基层销售网络的目的。
外商在中心城镇地区设置仓库，其组织形式与地方行政组织的构建方式一致，一方面简化了销售网

络责任区划分的繁琐程度，另一方面与同级别行政区域划分相协调，有利于与政府相关部门的衔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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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销售体系需要通过各级销售组织将整个网络统筹连接，大规模的商业网络既沟通通商口岸，也深入

穷乡僻壤。一时间从华北到华南、从沿海到边疆，商业网络几乎覆盖了近代中国的各个角落。
为保障各地销售机构的商品储备，外国企业很快建立了仓库体系，形成了一套大区经理经营的华人

代理人经销系统和“督销”制度。经营者大多是在当地具有一定资源的绅商，这些经营者成为代理人，
代理外商在华的经营管理和销售业务，使外国企业不仅能从繁琐的销售业务中脱身，而且还能获得可观

的销售收入。① 管理系统和销售系统在运作过程中是平行的，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管理系统并不
直接参与销售，只负责广告规范、运输实务、收支款项等业务; 而销售系统则主要负责推销商品。各
地督销和经理在高额佣金的刺激下，不断扩展销售网点，促进了外国企业在华销售业务的发展。

三、商业关系从 “抵制”到 “融合”

商业关系作为商业活动的润滑剂，因包含“官商关系”“企业关系”和 “商民关系”，被确切地
定义为各层次交往融通的方式和相处之道。基于这种层层交互的关系网络，外国商业文化的进入引发
了中国本土商业关系由内至外的蜕变。②

第一，从官商关系出发，商人社会地位的改变反映着外来商业文化对中国经商理念的重塑。在中
国传统社会中，商人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金榜题名”是社会精英阶层的 “正途”，从而
使社会力量向商业的流动受到了抑制。这种抑制由政府的 “抑商”理念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
中国商业文化自主体系的形成。到了清朝末期，“卖官鬻爵”的陋习成风，当官员身份可以通过公开
叫卖的方式获得，“价高者得”的商业模式对传统思维中 “学而优则仕”的理念发起了终极挑战。与
此同时，通商口岸的开埠使民族资本受到外来商业的严重打压，在 “实业救国”的号召下，民族企
业家要求获得与外国企业无差别的权利，导致了中国顶层商业关系受到了巨大冲击。政府、外商、华
商三大利益主体的博弈，使商人身份在近代社会中得到认可。
第二，从企业关系出发，西方商业文化对中国商业关系的改造起始于顶层设计，落实于商业组

织。1903年，清朝政府颁布了《商会简明章程》，逐步建立了商会自治与朝廷法律体系并存的双层管
理体系，满足了监管机构 ( 朝廷) 与商业主体的共同需求，商会带有振兴民族企业的色彩，在企业

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商会的设立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组织在基层商业网络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
使各阶层商业信息平台化发展成为可能。商会制度向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延伸，创造出更大的社会价
值，使商业合作不再拘泥于地域限制和行业分工。商会的建立促成了近代商业团体的合作互利，也为
信息交流平台的建立和近代民族产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第三，从商民关系出发，基层社会网络的建设促成了外商文化对中国商业文化的最基本改造。消

费者作为商业活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需求与供给取代了 “阶层高低、品级高下”，成为了调节市
场经济的指挥棒。民众在日常消费品上借助现代化商业力量体验到了 “人人平等”，对 “洋货”的态
度也逐步由鄙夷、仇视转向友善、理性，实现了外商文化对本土商业关系的重塑与改造。

四、全球商业思想变迁中的近代中国

多元的近代中国商业文化既包含了固有的本土商业思想，也汲取了西方舶来的商业理念，经过文

化、习俗、资本、商业模式的碰撞、磨合、妥协，共同构成了特有的商业范式，形成了近代中国特有
的商业形态。这是理解近现代商业文化形成的重要线索，有利于反思百余年前 “大变局”为当今商

552从“抵制”到“融合”的商业文化变迁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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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文化传承带来的重要启示。
第一，大变局中商业模式的蜕变。随着农业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渐次发展，与之相适应的传统经济

思想不断丰富变革，却始终无法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商业政策在历朝不断 “破冰”的同时，也推
动着中国商业经营伦理的发展。然而传统的儒家伦理在近代西方商业经营思想传播的初期，成为中西
方商业伦理对接的障碍。传统经济思想强调 “内在超越”①，与西方商业文明 “外在超越”的思想相
互融合，在近代外商资本注入中国后才实现了长足的发展。从商业组织形式来看，以 “堂会”和
“公司”为名的经济组织在近代以前已经存在，但不同于一般的外国企业，这些 “堂会”“公司”并
不完全以经济利益为诉求，也并不体现现代企业制度和经营管理特征。直至鸦片战争之后，外商在华
建厂拉开序幕，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才以西方国家为蓝本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在中西合璧式
的新商业模式形成的过程中，中国企业不断将外商对其的影响渗透进民众的生活、本土的商业环境以
及商业结构中，形成了外商对华商业理念的改造。
第二，从商品到商业文化的传播路径。外国资本受到庞大市场容量的吸引争先进入中国，却受制

于迥然不同的商业环境和伦理观念，难以大展拳脚。一时间，跨越语言、习惯、文化屏障完成中西方
商业交流成为外商在华的首要任务。在这期间，为打破信息不对称，使外国商品能顺利进入中国市
场，买办阶层以分销商的角色出现在近代商业活动中，他们一方面赚取佣金，一方面将外国商品运送

到社会的各个角落。② 随着外国企业在华的发展，日常消费品的提供逐渐扩展到公共交通、服务领
域，市场空间也由东南沿海深入内陆。从“五口通商”到“百口通商”，商业氛围的转变促使中国政
府对商业市场的态度从 “轻商”“抑商”转变为 “利商”和 “兴商”。19 世纪 60 年代后，外商纷纷
以代理商模式取代了买办制度，使商业结构日益趋同于委托代理制度。中国关系网络与西方管理等级
体系相互融合，使在华外商能有效地控制运作成本、营销战略和执行效率，③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
展，逐步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标准化商业范式。
第三，近代商业思想的经验借鉴。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日益繁荣，越来越多的民众适应了西方商

业文化的渗透，服从于先进的生产力成为了提升生活质量的 “钥匙”。在外国资本的带动下，以商品
市场化、产销一体、独立经营以及中国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为代表的生产销售模式最终以外国商品为载
体，改变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商业关系。从排斥到接纳、从学习到融合，同种文化、同一民族、不同的
商业习惯在不同消费区域之间扩散。外来商品改造了中国口岸居民的生活方式，更深层次的消费文化
变迁则是本土居民间相互传递的结果。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总量不断攀升，消费文化方面由输入
国转为输出国，由资本受体转为资本输出。角色的转变引发换位思考，中国企业在国外市场从事经营
活动时，如何减少冲突、化解矛盾、开拓市场，这些问题都可以从历史中寻求答案。虽然现代商业网
络、商业行为与近代时期有所不同，但是商业文化的渗透机理并未改变，非制度化因素的影响在现代
依旧发挥作用。
以商品生产为载体，以商品流通为媒介，近代外来商业文化的输入以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发展

为依托，资本是其面纱，产品是其果实，理念是其内核。现代商业文化的输出则将锁定为以信息革命
为根基的新格局。感悟历史，顺应时代，对历史的回顾与梳理必将投射在对新时期的思考中。发扬优
秀传统文化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参照历史，不断修正与雕琢，经济建设的步伐也与商业文化

的沿革和发展休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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